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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记忆、 祠墓祭拜与福利渗透：
清代巴蜀移民家族整合途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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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 400015）

[摘 要] 学术界一般认为家族整合的途径主要有族类记忆、 祠墓祭拜、 家族通财。 这里以
清代巴蜀移民家族为研究对象对家族整合的途径进行分析， 认为族群记忆、 祠墓祭拜、 福利渗透
只能是为维护家族团结所作的努力， 其在多大程度上能整合移民家族是颇有疑问的。 这与历史上
江南地区家族整合的途径颇为异趣。 这里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是巴蜀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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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家是影响家族变迁十分关键的事件。 分家
之后， 有作为的分支家族成员通过二次创业积累
财富； 而由于种种原因， 有些分支家族可能失去
祖业或因为人口增加， 生活水平急骤下降。 家族
则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分化。
家族分化意味着富者 “积累万金 ， 陇亩数

千”； 而贫者 “命运不辰， 家计萧条”。 在社会救
助有限的清代巴蜀移民社会， 贫困的家族成员自
然向富者求助， 因而 “生觖望之思”， 而富裕者却
吝啬而 “无推解之德” ， “或以贵凌贱而势利灭其
天亲， 或以贱骄贵而忿傲施于骨肉”， “或偏听妻
奴之浅识， 或误信谗慝之虚词， 因而诟谇倾排无
所不至” [1 ]。 于是家族成员或等同秦越， 或视如路
人。 除此而外， 由于族人间的利益冲突、 不肖子
孙不听约束、 婚嫁迎娶龃龉、 言语启衅、 奸情、
夫妻吵闹、 遗产承继的纷争、 贫富贵贱分化、 家
族成员地位不平等等原因， 移民家族内部难免存
在着较大的分歧和隔阂。 因此， 移民家族难以不
借助于任何手段而维持久远的团结。 维持移民家
族的团结实际上需要借助于两条途径， 其一是借
助于家族组织、 福利渗透、 族谱记忆； 其二是借
助于祠墓祭拜、 家族教化等形式[2 ]。

一、 族谱记忆与家族教化
移民家族记忆有赖于先人向后世子孙口头传述

祖先的创业历程， 有赖于祠墓碑文及族谱对家族活
动的记载。 其中， 族谱记忆乃移民家族记忆的基本
形式。
族谱的修纂历史久远， 自宋代以降， 体例完备

的 “欧苏谱例” 对后世修纂族谱影响深远， 完备的
体例为全面保存家族记忆提供了方便。 一部族谱其
主要内容包括： 其一， “序言” 一般对家族源流进
行回溯， 也会对族谱修纂的动机进行记述； 其二，
给家族历史上卓有声名的人物撰写 “行状”、 “墓志
铭”、 “年表” 等； 其三， 申述祖墓、 家祠祭拜的具
体制度； 其四、 族规族约对家族成员的约束及教
化； 其五、 世系的传衍， 包括家族成员的生年卒
月、 墓所、 墓向， 特别是人丁的统计成为族谱篇幅
最多的一项。
对家族源流的回溯， 对族谱修纂动机的记述，

给家族历史上卓有声名的人物撰写行状、 墓志铭、
年表等， 修纂者一般都会详细地记述先人的艰辛创
业历程， 这本身就使家族成员产生情感共鸣， 从而
成为凝聚家族成员团结的一种方式。 《吴氏族谱黄
家沟开基祖振文公世系》 载 “补订家谱赞扬振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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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德阳济阳文通江氏谱》 载 “南梅公实行传
文”、 《杨氏续修族谱》 载 “椿公”、 《廖氏族谱》 载
“高祖妣薛宜人传” 都对本家族始迁祖的艰辛创业
进行了记述。

原居嘉应州和平县的吴振文， 年二十
岁仍然穷困潦倒。 康熙六十年， 吴振文帮
早入川者搬眷属至简州石钟滩， 主人将到
目的地， 遂弃他而去。 千里跋涉， 人地两
疏， 兼以方言不通， 腰仅二三十文， 当时
的惨状可以想见。 吴振文哭泣于道旁， 有
杨翁者亦和平之早入川者， 怜而收留之，
继即佣工其家， 十余年不易主， 主客情
洽。 以十余年的辛力， 遂得广资财积， 兼
收并蓄。 [3 ]

江南梅 （1722—1797） 初在粤时， 门
衰祚薄， 效胶隔之遗风谋及锱铢以养厥父
母。 无如早潦时行， 饥馑荐臻， 仰事俯
畜 ， 艰无从出 。 于是南梅之父谓之曰 ：
“尔生子多， 当谋生活， 毋以予二老在为
念， 以致束手待毙， 奚益？” 南梅为之隐
然悲伤。 奈饥寒日迫， 始作迁蜀计。 嘱弟
奉菽水， 典质备路资， 临途泪别， 生离心
伤。 偕妻率子沐雨栉风， 洒泪而别。 及至
蜀， 家于中江县， 时仅存九两之银以养八
口之家。 乃佃耕糊口， 竟获蝇头， 孰意瘟
蝗不时， 六畜炙， 赏本折。 南梅不忮不
求， 若不知其遇之艰者， 继而去三斗山，
迁广汉卜宅连山斑竹园， 粜籴营生， 数载
皇天眷顾， 颇获盈囊。 [4 ]

杨清长， 字椿 （1699—1758） 由粤迁
蜀， 遂为资阳、 资中杨氏始祖。 当其时，
“家无担石之储， 业无尺寸之籍”。 营工度
日， 竭力孝养， 始度居于大坟坝， 继佃业
于石家沟， “手胼足胝， 铢积寸累”， 不数
十年遂有盈余， 创买田业数处。 [5 ]

廖体用， 字明达 （1671—） 迁蜀之
前， 家贫如洗， 菽水不继， 时粤荒旱， 家
徒壁立， 岁将暮， 族中有强横者迫害， 遂
于除夕之夜迁蜀。 出门携钱四百文， 艰难
辗转。 迄雍正四年岁暮， 始至湖广。 及至
巴蜀， 又勤俭操作， 遂摆脱困境。 [6 ]

移民族谱对迁蜀始祖或开基祖活动的记述， 比

对其他祖先的记述更详细。 仁寿 《胡氏族谱》 对迁
蜀二世、 三世的记述多于其他家族成员； 新都 《廖
氏族谱》 用很大篇幅记述始迁祖、 迁蜀二世的勤俭
创业活动； 简阳 《吴氏族谱》 多次为始迁祖、 迁蜀
二世写 “行状”。 这既表明始迁祖置产兴业对移民
家族繁衍兴盛产生的影响深远， 也表明始迁祖勤俭
创业的精神受到移民家族后世的重视。 因而， 始迁
祖的创业活动成为家族教化十分重要的内容， 甚至
一些族谱将 “艰苦创业， 勤俭奋发” ①作为家族精
神的核心[7 ]。 不少移民家谱之 “家诫” 即曰： “明
孝悌； 贵恒业； 重耕读； 立德立功自当有为于世；
凡娶妇初来及吾家子女皆当教以勤俭； 俭为美德，
吝则鄙夫； 立身处世应事接物贵在择友； 礼为万事
纲纪， 吾家冠婚丧祭务当事事循礼” [8 ]。
移民家族通过修纂族谱与家族教化增强家族团

结， 可以说是移民家族为弥合家族内部的裂痕、 增
强家族凝聚力所作的一项努力。
二、 兴修宗祠与祠墓祭拜
兴修宗祠与祠墓祭拜也是增强家族凝聚力的一

条途径。 迁蜀之初， 面对着生存危机及人地两疏的
困境， 移民家族成员在协同创业之中表现出较强的
协作精神， 此时移民家族成员较少， 因此， 增强家
族成员凝聚力还不是很紧迫之事。 随着年深日久，
家族成员日渐增多， 家族成员的关系可能渐渐地疏
远， 甚或 “喜不庆， 忧不吊则形同路人” [9 ]。 这就
使得增强家族凝聚力显得十分紧迫。 为此， 移民家
族除修纂族谱外， 还需要通过宗祠兴修与祠墓祭拜以
凝聚家族成员， “氏族的凝聚仰赖于祖先崇拜” [10 ]。
但是， 选择哪一位祖先祭拜却关系到移民对亲

属圈子与亲疏程度的界定。 由此， 家族之中再形成
“大房” 、 “支房” 等一个一个的分支家族圈子。 新
都廖氏家族对始迁祖体用祠祭拜之日， 按常理， 廖
体用所有的后裔都需要参加。 随着人口增多， 廖进
谷、 藏谷、 兴谷、 万谷四祠后裔分别祭拜。 再后
来， 廖氏迁蜀三世二十祠后裔各自祭拜其近世祖。
廖体用祠有祠田 2000 多亩， 每年约收租谷

2400 余石。 西蜀巨富体用祠祭规模及祠产开支如下：
以前祭祖盛况隆重热闹， 不可言喻。

最初以四大房裔孙全部合祭， 以每年农历
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祭三日， 祠内自做有
桌凳一百多套， 每日从上午十点过开始吃
中午饭， 一直要开到下午四点多钟， 才能

①这四句话即所谓“客家精神”，很显然古氏已将其作为家族成员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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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毕。 每日有三四百桌。 饭前餐后可在新
河埝侧廖氏祠戏台看戏， 由总理预先雇好
艺人戏班。 一日三餐由祠内派人送酒饭肉
食， 厨房厨工数十人， 年需杀猪数十头鸡
鸭鹅不计其数。 后因人数太多太杂， 无法
管理， 加上家具碗盘遗失损耗太多。 年添
置数十桌， 有时都不敷用。 在光绪十二年
丙戍春， 总理廖萃元添设纱灯二十三个，
书上各君公名讳， 由散管执灯桌间， 令其
裔孙入席， 秩序稍定， 损耗大减。 在民国
初年因匪风太猖， 总理廖贵仁召合族散管
族长商讨， 停止大祭， 以便管理， 改为四
大房各祭一日。 以十月十二日起光文 （万
谷） 裔孙起祭， 次日兴文 （兴谷） 后裔，
依次昌文 （藏谷） 后裔， 十月十五日彩文
（进谷） 后裔， 祭毕完事， 仍按各君公入
席就座， 这样秩序井然不混。 每年除上粮
和春秋二祭用外， 还赏优敬老 （凡六十岁
以上者不分男女均能领到半斗或一斗米钱

的敬老钱）， 又按每男人为丁发放人丁钱
若干。 每年除以上开支外， 余下还拿数百
石黄谷按房分配。 [12 ]

较之体用祠， 彩文 （进谷） 昆季四祠的祭祀规
模已相形见绌了。 彩文祠祭拜规模及祠产开支为：

彩文祠建于金堂西关外三十里， 地名
梁家桥。 每年二月三日， 与九月二十四
日， 六房子孙合祭， 前期一日考课， 后停
止， 惟赏老仍照旧规。 石碑所载， 历来遵
照其祠屋轮流居住， 亦有定限焉。 彩文祠
自咸丰七八年丁巳戊午间， 为地界争讼数
载不息， 祭田半为债家折去， 尝事大坏。 廖
贞松自龙安教谕谢病归， 乃为清理， 尝事稍
举。 同治中期， 贞松弃世， 有道接理……
账簿搜剔债家宿弊， 负贷始清， 每岁得收
谷二百余石。 有道经理十余年， 积金数
千， 添置尝业数处， 于是每岁得收谷四百
余石矣。
昌文祠祠祭规模及祠产开支为：
祠建于成都府东御街， 历有年所， 同

治六年丁卯另行改造， 更拓其基址， 廊其
堂庑， 革故而鼎新之， 作子山午向， 用金
一万五千有奇。 每年十一月十一日三房子
孙合祭， 其祭祖考， 及祖妣生辰均小祭，

先年设有家课， 后停止， 惟赏老照旧规举
行， 其赏职贵， 近另议规条不沿前格。
兴文祠祠祭规模及祠产开支为：
祠设于省垣之梨花街， 有街房十数

间， 祠田二百余亩， 每年冬至日， 八房子
孙合祭， 先期考课。 其赏赉诸规俱仿高祖
祠规之例。 自道光晚年， 八房剖而分之，
并不除留嗣， 因六八两房构讼， 邑主判将
正堂三间除留作祠业以奉祖祀云。 今祠内
有田七十余亩， 旱土四十余亩， 每年止扫
墓合祭， 其他尚未遑也。
光文祠祠祭规模及祠产开支为：
建于简州文乡七里地名大坟湾甲山庚

向。 祠屋三重左右六房轮流居住， 每年十
二月十八日以光文生辰六房子孙合祭， 至
道光十三年始添设家课， 每岁以春分后一
日及十二月十七日会考延师评定， 分别奖
赏俱仿高祖祠成例， 至赏老暨节妇职贵俱
有定规， 遵行弗替。
新都廖氏共有祖祠、 支祠 30 座。 其中， 修建

有始迁祖体用祠 2 座； 迁蜀二世各有 1 祠， 共 4
祠； 迁蜀三世共有 20 祠。 这样， 自廖氏始迁祖至
迁蜀三世共建有宗祠 26 座。 迁蜀四世以下建祠的
已经寥寥无几， 有记载的只有 4 座。 最初， 新都廖
氏合族春秋两次祭拜体用祠， 后来迁蜀二世四房后
裔分别祭拜体用祠一天。 至于迁蜀二世 4 祠分别由
二世四大房各自祭拜， 而迁蜀三世的 20 祠则分别
由各支房后裔相聚而拜。 事实上， 分支家族选择近
世祖宗祭拜使新都廖氏家族内形成多个分支家族圈

子。 应该说， 这些分支家族圈子对廖氏迁蜀始祖廖
体用所有后裔的凝聚， 会产生很强的消解力。
鲁比·沃森 （R ubie.S.W atson） 曾描绘出 “世

系群” 形成的两种基本过程。 第一种是为了特定的
目标小单位的融合的世系群。 另一种是一个不断发
展的过程———先祖孕育子嗣， 子嗣又诞生更多子
嗣， 后代又再繁衍出后代， 最后， 为了祭拜亡父或
亡故的祖父而设立财产， 世系群由此得到发展[12 ]。
如果说廖氏家族是由廖体用繁衍下来的 “世系群”，
那么， 成都陈氏联络近世祖并不相同的 200 余位来
自广东的同姓， 建祠祭拜特定的祖宗而形成的 “同
姓宗亲”， 即是鲁比·沃森所谓 “为了特定的目标小
单位的融合的世系群”。 新都廖氏的祠墓祭拜之文
化内涵由缅怀祖先， 转移为增强家族的凝聚力与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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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祖先二重意义， 而后者祭拜特定的祖宗文化内
涵， 主要在于 “一系乡亲， 二系族谊”， 急需 “结
合同宗团体以期久远”。 当然， 象征性的祭拜还表
达着移民对故土的思念， 以及弥补 “先人庐墓远在
粤东” 的遗憾。

《陈氏族谱》 记述：
成都陈氏始迁祖陈华英 ， 字伯含

（1705—1792）， 入蜀十年后因勤劳积蓄，
置产安居。 念先人庐墓远在粤东， 山川阻
隔而无由祭扫， 于是倡首联宗， 与华阳县
迁川粤籍陈氏等联合广东来川族人自认捐

金， 随得七县族人同为广东入蜀者各认捐
金， 其中成都四十人、 华阳三十余人、 郫
县二十余人、 简阳七十余人、 金堂十余
人、 新繁十余人、 德阳十余人， 共计约二
百人均热心捐金建祠， 数目不等， 共收银
约五百两正。 陈华英迁蜀置业成都， 因为
交通较便， 故与华阳同宗先行认识， 继而
与郫县、 简阳、 金堂、 新都、 德阳各县同
宗联络认识， 因同为广东来川者， 一系乡
亲， 二系族谊， 急切需要结合同宗团体以
期久远。 [13 ]

新都廖氏后裔对廖氏始迁祖体用祠、 二世 4
祠、 三世 20 祠的祭拜情况表明， 在廖氏家族内部，
存在着以血缘亲疏为依据而界定的具有很大伸缩性

的分支家族圈子。 家族成员参加哪个宗祠的祭拜在
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选择的， 这就使得祠墓祭拜在何
种程度上对家族成员具有凝聚力， 其主动权由家族
成员自己掌握。 既然掌握着这一主动权， 家族成员
选择祭拜哪个宗祠， 关键在于其对那一层级的分支
家族圈子的认同度。 宗祠祭拜的另一种情况， 即如
成都陈氏联络近世祖不相同的 200 余位来自广东的

同姓， 建祠祭拜特定的祖先。 对于成都陈氏而言，
加入宗祠的成员是否同一个近世祖的后裔， 并非十
分重要之事， 联宗建祠的关键有两个， 其一， 自粤
东入蜀成都陈氏 “一系乡亲， 二系族谊”， 因此急
切需要 “结合同宗团体以期久远”； 其二， “先人庐
墓远在粤东， 山川阻隔而无由祭扫”。 这表明， 200
余位粤东迁蜀宗亲建立的成都陈氏祠， 在很大程度
上成为联络同姓同乡之谊、 壮大移民自身声威的象
征性建筑， 可以这样认为， 成都陈氏祠实际上就

是 200 余位粤东迁蜀同姓之人建立的特殊的 “同
乡会馆”。
依据对上述两类宗祠祭拜的分析， 清代巴蜀移

民社会的基本移民群体———移民家族， 欲图借祠墓
祭拜而增强家族成员的凝聚力可能难以实现。 宗祠
对家族成员也许会产生约束力， 但家族成员是否对
某宗祠产生认同却是该家族成员自己的事。
三、 家族通财
移民家族对家族成员凝聚力的大小， 有赖于家

族成员对家族的认同程度， 而增强家族成员对家族
的认同主要依赖于三个相互依存的条件。 第一是家
族成员以 “族”、 “大房”、 “支房” 为单位举办祠墓
春秋祭祀， 以及借助家族教化阐释 “水本木源”
之思； 第二是族谱、 祠墓碑文对家族活动的记述
及宗祠的兴修； 第三是拥有一定规模的 “家族通
财” ①[14 ]， 借助家族福利的形式， 增强家族成员对
家族的向心力和家族对家族成员的凝聚力。
清代巴蜀众多移民家族的家族福利， 罕有能够

与新都廖氏家族比肩者。
廖体用于雍正五年 （1727） 入川， 雍

正十年 （1732） 置业于新都繁阳山下， 至
乾隆二年 （1737） 置业简州孙家嘴， 乾隆
八年 （1743） 置业华阳之新河堰、 杨家坝
等处业。 至乾隆四十三年 （1778） 已置田
数千亩， “积租凡六千有余石”。 “粤中亲
故来蜀， 依新都廖氏二世、 三世垦荒者数
十百家”。 [15 ]

被时人称为 “西蜀巨富” 的廖体用修建 2 座宗
祠， 迁蜀二世修建 4 座宗祠， 迁蜀三世兴建 20 祠，
而新都廖氏这三代男丁共 28 丁口， 迁蜀四世以后
兴建宗祠者已寥寥无几。 通过置业与建祠情况可以
看出， 乾隆四十三年 （1778） 前后， 廖氏迁蜀二世
分析到的田产数量较大， 至少在嘉庆中期， 廖氏二
世四房的后裔分别进行了一次分家析居， 廖氏三世
一代 “能者增产数倍， 不能者亦不失其所分， 授二
十三人中无一人破家者”。 通过分家析居继承祖业，
应该说是家族最大的 “通财 ” (或称 “家族福
利” )。 显然， 自廖氏四世始， 通过分家析居继承
的祖业数量日益减少， 这从廖氏 “破家” 者日渐增
多可以证明。 因此， 继承祖业这种 “家族通财”，
即或是在 “西蜀巨富” 廖氏家族也不是很长远的。

①此处“家族通财”一词受到冯尔康著《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的启发，稍有不同的是，本文将分家析居前家族共同的财产
亦看做是“通财”的一种，但分家析居分给家族成员私有的财产即不能再称做“通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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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氏家族第二种形式的 “家族通财” 系开办私
塾。 廖氏在华阳石板滩街上建 “文昌宫” 课子弟读
书。 街上有店房数十间、 园林 100 多亩的收入作为
私塾 “膏火”。
新都廖氏另一类数量较大的 “家族通财” 是祠

产。 廖体用祠的祠田达 2000 多亩， 每年约收租谷
2400 余石。 其祠产开支情况为：

每年农历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 廖氏
迁蜀二世四大房裔孙全部合祭三日， 在此
三日之内， 每日从上午十点过开始吃中午
饭， 一直要开到下午四点多钟才能完毕，
每日有三四百桌。 饭前餐后可在廖氏祠戏
台看戏， 由总理预先雇好艺人戏班。 一日
三餐由祠内派人送酒饭肉食， 厨房厨工数
十人， 年需杀猪数十头、 鸡鸭鹅不计其数。
廖体用祠祠产的开支， 除用于每年

“上粮” 和 “春秋二祭” 之用外， 还 “赏
优敬老”， 又按每房男丁发放 “人丁钱”
若干， 按当时米价一斗或几升不等。 每年
除以上开支外， 余下还拿数百石黄谷 “按
房分配”。 [16 ]

综合起来， 廖氏 2000 多亩祠田， 收入的 2400
余石租谷的用途主要有五大项： 交纳皇粮、 春秋二
祭、 赏优敬老、 人丁钱、 按房分配结余。
与廖体用祠的祭田、 租谷相比， 迁蜀二世 4 祠

的祭田数量、 租谷数量已明显减少， 租谷基本上只
能维持一年一次的合祭等有限的宗祠活动。 迁蜀三
世一代计有宗祠 20 座。 随着家族人口骤增， 廖氏
家族财产不断的分散， 迁蜀三世以后 “家族通财”
能力大为下降甚至可以说不存在了。
这就是说， “西蜀巨富” 廖氏 “家族通财” 能

力， 最强的时间是乾隆、 嘉庆年间， 以分家析居的
形式继承祖业在这阶段是最多的， 家族成员从祠产
开支中获得福利以廖体用祠为最多。 以后， 新都廖
氏家族财富的人均占有量， 随着人口增加而逐渐减
少， 一轮一轮的分家析居， 致使廖氏家族财产逐渐
分散。 上述两种主要的 “家族通财” 形式难以一如
既往地贯彻。 因此， 借助于 “家族通财” 方式维系
其成员对家族的认同， 即或是在 “西蜀巨富” 廖氏
家族也难以持久。 事实上， 西蜀巨富廖氏借助于
“家族通财” 形式维系其成员的家族认同意识， 是
清代巴蜀移民社会的特例。 事实上， 更多的家族根
本没有通过 “家族通财” 维系其成员的家族认同意

识的物质条件。
在清代巴蜀， 成都范氏、 成都黎氏两个移民家

族获取的资源虽无法与新都廖氏相比， 但也比一般
家族获取了更多的资源， 这两个家族似乎没有 “家
族通财” 可言。

成都东郊龙潭乡范氏始迁祖范端雅于

乾隆六年 （1741） 率五子范金、 范锡、 范
璋、 范璧 （对扬）、 范玉入蜀侨居永宁。
范端雅死后， 二世范锡、 范璋、 范玉与范
璧分家析居， 惟范金与范璧 （对扬） 又同
室十年 。 乾隆二十二年 （1757）， 范璧
（对扬） 买张姓之业， 从此家计逐渐富裕
而生齿日繁。 又于乾隆三十二年 （1767）
买华阳清水沟附近冯姓田地， 遂入籍于
此。 乾隆三十四年 （1769） 建立祠宇， 会
集族人订立蒸尝例， 授与范氏迁蜀三世范
璧 （对扬） 六子， 又立下遗嘱， 如宗祠倾
圮， 后人宜合谋修整之。 嘉庆二十五年
（1820） 范氏祠依旧坐向重新修建上栋三
间， 增修南北二廊、 后院、 厨房， 并补葺
左右上下旧宇。 除公用不敷外， 六房协力
均派。 至民国年间， 成都范氏仍然春则祭
墓， 冬则祭祠， 遇生忌节旦备物告献。 [17 ]

范氏始迁祖范端雅最初靠佃耕度日， 迁蜀二世
用积累的资金置买田地。 迁蜀二世兄弟五人经历了
一次分家析居之后， 端雅第四子范璧 （对扬） 购买
张姓田地。 范氏四房范璧 （对扬） 一房虽然一度富
裕， 却随着生齿日繁家族财富再度分散。 生齿日繁
与分家析居分散了增长的财富， 家族公产仅限于宗
祠屋宇， 春秋祭祀费用靠协力均派。 对成都范氏而
言， “家族通财以济族众” 不太现实。

成都黎氏始迁祖黎连兴幼时 “伶俜无
依、 家徒四壁”， 于乾隆二十年 （1755）
随亲戚从广东嘉应州兴宁县迁蜀之简阳。
最初靠营工度日， 乾隆二十三年 （1758）
开设米房， 乾隆三十七年 （1772） 替亲戚
将宿债还清， 数年之后始有资本佃田躬耕
一生。 迁蜀二世黎庆隆又迁于龙泉驿开设
油房， 置业于宣家庙， 建修房屋以为发祥之
地。 以后经营如初， 所置田产 1000 余亩。
黎庆隆深谋远虑， 谓 “子孙徒安于饱暖，
不知诗书礼义， 何以光耀门户， 保世而滋
大”。 于是敦请名儒建立学堂作育人材。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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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黎氏使用财富的方式与新都廖氏、 成都范
氏有所不同。 廖氏迁蜀前三代几乎每个人建有一
祠。 随着人口骤增， 廖氏 “家族通财” 范围也随之
缩小， 这既体现在租谷从六大项用途减少到仅能维
持祭祀的开支， 又体现于各代修建的宗祠数量与各
代人口数量比率的逐渐下降。 由于生齿日繁及每一
代都要进行的分家析居， 成都范氏本来就不多的财
富进一步分散， 公产仅限于祠宇数栋， 春秋祭祀用
度也需要各房均摊， “家族通财” 几乎成为不可能。
成都黎氏在财富开支上， 更倾斜于培养子孙后代攻
读方面。
借助 “家族通财” 增强家族的凝聚力， 在新都

廖氏、 成都范氏、 成都黎氏家族实为有限。 如祭
田、 义田、 学田、 义庄、 义仓、 义冢、 专门照顾寡
妇的恤嫠田等 “家族通财” [19 ]， 廖体用祠有祭田、
学田以及其它五项开支， 廖进谷、 廖藏谷、 廖兴
谷、 廖万谷有祭田； 除修建有一座宗祠外， 成都范
氏基本上无 “家族通财” 的能力； 成都黎氏有无其
他 “家族通财” 不知其详， 但该家族显然是将财产
倾斜于培养子孙方面。 对清代巴蜀诸多移民家族而
言， “家族通财” 范围有限， 借助 “家族通财” 增强
其成员对家族的认同， 对于移民家族来说难以实现。
四、 结论
这里对清代巴蜀移民家族为实现家族团结而进

行的一系列活动进行研究。 族群记忆特别是对始迁
祖艰辛创业的回顾， 成为激励家族成员艰苦创业的
精神动力； 族规族条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家族成员
的行为。 祠墓祭拜既具有象征意义， 又是壮大家族
在地方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为了特定目标， 选择哪
一位祖先进行祭拜， 显示出祠墓祭拜具有很强的功
利性质。 至于家族福利， 由于家族人口增多与一轮
一轮的分家析居， 家族能够拥有的共同财产会受到
影响， 因此， 巴蜀地区很多家族能够享受的家族福
利是十分有限的， 就是被称为 “西蜀巨富” 的新都
廖氏家族， 所能享受的家族福利也仅限于交纳皇
粮、 春秋二祭、 赏优敬老、 人丁钱、 按房分配结余
等五项， 但这只是廖氏家族迁移巴蜀后前三代， 以
后恐怕这五项家族福利也难以享受。 以家族福利而
整合家族， 在巴蜀是难以行通的， 这与江南地区历
史上的 “家族通财” 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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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thnic Identity of Miao Nationality from Guzhang Festival
--A Case Study of Gaopai Village of Rongjiang County, Guizhou

WU Da-xun, LIU Hui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Guizhou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ina)

Abstract: Ethnic identity is not only each ethnic group’s confirmation of self-identity, but also its perception
and emotional sustenance of the ethnic culture. In the history of production and life, people in Gaopai village of
Rongjiang county, Guizhou Province have developed a rich and colorful ethnic culture of which Guzhang Festival
is an important part. Not only is it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Miao people’s formation and reinforcement of their
ethnic identity, but it helps strengthen their ethnical bond, promote ethnic unity and safeguard social stability.
Key words: ethnic identity; Guzang festival; Miao nationality; Gaopai Village

Exploring the Ethnic Conflicts between Han and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in Tang Dynasty and Its Solution: Based on Unearthed Epigraphs

MA Qia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only scattering records in most orthodox historical documents about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in the southwest in Tang Dynasty. A lot of newly unearthed epigraphs have provided many new
documents about geography and social politics in the southwest. The period of Emperor Tang Gaozong (649-683)
and the period of Empress Wu Zetian (690-705) are a weak link in the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 study of history
about the southwest. Famous historical records Two Books of Tang Dynasty and Zizhi Tongjian only mention a
little about them in the chapters about the relegation of criminal ministers and loyal members in early Tang
Dynasty, but the unearthed epigraphs of people in Tang Dynasty mention in several places the conflicts between
Han and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southwest and the administering achievements by the officials dispatch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rom the epigraphs, it is obvious that the government had different ways in handling
disturbances in the southwest and the southeast. The government took the policy of conciliation in Yunnan,
Guangxi and central Guizhou but imposed severe penalties on civil commotions and munities.
Key words: Tang Dynasty; the southwest; conflicts

Group Memory, Worship of Ancestral Hall and Tomb, and Welfare Infiltration:
Routes to Integrating Migrant Families in Sichuan and Chongqing in Qing Dynasty

GONG Yi-long

(Chongqing Three Gorges Museum, Chongqing 400015)

Abstract: It is generally recognized in academic field that the chief routes to family integration include group
memory, worship of ancestral hall and tomb, and welfare infiltration. Tak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migrant
families in Sichuan and Chongqing in Qing Dynast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outes to migrant family integration
in the southwest and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group memory, worship of ancestral hall and tomb were only
efforts made to maintain the family unity, and that to what degree they could help integrate families was
questionable. They are interestingly different from routes to family integration in the regions south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The materials used in this article are mainly the family trees of Sichuan and Chongqing.
Key words: group memory; worship of ancestral hall and tomb; welfare infiltration; Sichuan and Chongqing;
family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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